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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以《汉语大字典》第一版与第二版为核心研究对象，通过对 642 条新增义项与 96条删

减记录的全量系统对比，揭示其修订的内在逻辑与深层动因，探讨大型历时性语文辞书在现代性转型

中面临的理论与实践命题。研究采用逐字对比的穷尽性方法，建立涵盖字头、语义类别、时代分布等

维度的封闭性数据库，综合运用计量统计、历时比较、个案深描等手段，从语言本体（语义、语法、

语音）与外部社会文化双维度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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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takes the 1st Edition and the 2nd Edition of The Great Chinese Dictionary as its core rese
arch objects.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comparison of 642 newly added lexical senses and 96 d
eletion records, it reveals the inherent logic and underlying motivations for its revision, and explores the theoret
ical and practical propositions confronted by large-scale diachronic Chinese dictionaries in their modern transfor
mation. The study adopts an exhaustive character-by-character comparison method, constructs a closed database
covering dimensions such as head characters, semantic categories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and comprehensively
employs approaches including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diachronic comparison and in-depth case description to con
duct an analysis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linguistic ontology (semantics, syntax, phonetics) and external so
ci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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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汉语大字典》作为我国古今兼收、源流并

重的大型语文工具书，是汉字研究与辞书编纂领
域的权威著作。2010年出版的第二版在第一版基
础上，对字形、释义、书证等核心内容进行了全
面修订完善，但随着汉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出
土文献的持续新发现，以及方言用字、民族用字
等专题研究的推进，其在义项设置、字词关系界
定、特殊用字规范收录等方面仍有可商榷之处。
辞书中字词关系的精准界定、义项的科学设置关
乎工具书的权威性与实用价值，因此开展其义项
增删专项研究，对完善辞书编纂体系、深化汉语
词汇史与文字学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自第二版问世以来，学界围绕其修订展开多
维度研究，现有成果多集中于字形辨误、注音校
正、释义补苴、书证指瑕等基础层面，涵盖体例
规范、条目编排、疑难字考释等方向，部分研究
聚焦特定部首字类、异体字、通假字及方言字展
开探讨，为后续校勘与修订提供了具体参考。但
现有研究存在明显不足：一是缺乏对义项增删、

字词关系界定的系统性、全量性对比分析，通假
与异体关系混淆等核心问题未得到全面梳理；二
是对修订逻辑的深层探讨薄弱，未充分结合文献
互证及语言内外变迁视角解读修订动因；三是方
言字、民族字相关专题研究有短板，缺乏跨字典
对比与长效修订机制探讨，尚未形成全面系统观
照，存在明显研究空白。

基于此，本研究以《汉语大字典》第一版与
第二版为核心研究对象，围绕两版间的义项修订
展开系统研究，聚焦义项增删这一核心环节，旨
在明确两大核心问题：第二版义项增删的具体类
型有哪些？其背后的形成动因与运作机制为何？
为解答上述问题，本研究综合运用定量与定性结
合、宏观统计与微观个案互证的思路，采用逐字
穷尽性对比、计量统计、历时比较、个案深描等
方法展开分析，以期揭示义项增删的内在规律，
为《汉语大字典》后续修订及当代汉语词汇知识
库建构提供切实参考。

二、新增义项的分布与动因分析

（一）新增义项类型分布
本文通过图表直观呈现《汉语大字典》第二

版新增义项的类型构成与占比特征，核心反映：
其一，新增义项以引申义、通假义、外来义、专
业术语义为核心类别，类型分布多元且有明确主
次；其二，引申义占比居首，凸显汉语词汇系统
内部语义演变是义项新增的主导动因；其三，通
假义类占比可观，体现修订对古文字用字规律与
字际关系的考据补正；其四，外来义、专业术语
义均有相应占比，印证语言接触、科技发展、专
业术语规范化等外部因素的重要推动作用；其五，
整体分布格局清晰展现义项新增是汉语内部自我
完善与外部社会文化动因协同作用的结果。

图 1 新增义项语义类别分布统计柱状图

图 2 新增义项语义类别分布占比统计饼状图

（二）新增义项的类型分析

2.2.1、词义系统的自我完善
词义的系统性强调词义之间的联系性。王力

先生曾经指出：人们很容易体会到一种语言的语
音的系统性和语法的系统性，却往往忽视了词汇
的系统性，其实词与词之间联系是十分密切的。
洪成玉认为：“词汇系统实际上就是词义的结构
系统。词义的结构系统表现为词义之间的各种联
系形式”[1]。武占坤、王勤认为，由于词汇的组
织形式比语音、语法松散得多，个体符号之间的
制约性比较弱，给个体符号的增减以较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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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汉语词汇系统对新成分的加入开放性强，
对旧成分的脱落封锁性弱,词义与词义之间存在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语的词汇系统就是以词之
前的这种相互关系为基础才得以形成的。

词义系统具有较强的自我完善能力有两个原
因，从客观上，词义作为语义的最基本单位，将
客观世界的各种联系和系统性反映到意识之中，
使得词义具有系统性，这种系统性为词义系统的
自我完善提供了基础。从主观上，受人类思维的
概括性和整合性的影响，人类在不断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会对新出现的事物、现象等
进行概括和分类，赋予其新的词义，同时也会对
已有的词义进行调整和完善，以更好地适应认知
和交流的需要，从而推动词义系统不断自我完善。
例如：汉语大字典第二版补充第一版漏收的引申
义，如“下”的“鄙视”义 “之”的“生长，滋
出”义，语法功能义，如“甚”作“什么”“壹”
作“稍，暂”。

2.2.2、语言接触与外来概念的融入
语言接触提供了新的概念和表达需求，促使

外来概念融入，外来概念融入促使义项新增。语
言接触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直接接触如：相
邻民族间交流，间接接触如：通过媒体、文学作
品等非直接人际交流。在语言接触中，不同语言
使用者交流，会带来外来概念。像广州地区古粤
语（今壮语）为底层融合外来移民语言形成今粤
语，这一过程中就有外来概念融入。如：第二版
中新增“粢”的“一种食品。将糯米掺和粳米，
用冷水浸泡，沥干后蒸熟，中间裹油条等捏成饭
团。”“郎”的名词意“屎壳郎”在方言文化调
研中，挖掘出“郎” 在中国北方地方语境对“蜣
螂”的俗称用法

外来概念融入使得义项新增：汉外语言接触
中，汉语吸收外来词时，一些固有词语会吸收对
应外语词的义项，使汉语词语增添新义项，丰富
词义系统。例如汉语新词汇“宅”。“宅”字来
源于日语文化中“御宅族”的引进，“御宅族”
通常指那些整体待在家里，依赖电脑和网络的人
（ 汪靖 顾晓晨，2008） 。而文化被引进后，汉
语词汇中并没有对应表示此意义的词汇，新词汇
“宅”便 诞 生 了。“宅”这一指代“住宅”的
词汇就增加了新词义“御宅族”[3]。“酷”从本
义的“寒冷”“程度深”“严厉”新增“厉害”
“时尚”的义项，这是受英语 cool的影响。“Cool”
本义也是“凉的”，在 20世纪美国青年文化中，
cool 发生了语义引申，从“冷静、不激动”引申

为“沉稳、有范儿、不做作”再进一步引申为“时
髦、帅气、令人佩服”最终形成了正面评价、夸
赞人/事物时尚、厉害的核心义项。这一用法随流
行音乐、电影、时尚、青年亚文化扩散到全球，
成为跨文化通用的赞美词。汉语在与英语接触过
程中，并非简单音译，而是采用了语义借用（借
义）方式：找到汉语中与 cool 本义相近的词：
“酷”，直接把英语 cool的新引申义移植到“酷”
身上，让“酷”在保留原有词义的基础上，新增
了赞美义。变革和外来文化涌入中原时，也会使
汉语词汇义项增加，这体现了外来概念融入对义
项新增的推动。

2.2.3、专门领域术语的规范化
专门领域术语的规范化，是指在科学、技术、

法律、医学、经济等专业领域中，对概念、名称、
定义进行统一、明确、系统的整理与确立。这一
过程不仅是整理旧义，更是催生新义，其促进《汉
语大字典》第二版义项新增的原因主要体现在几
方面：专业概念细化，推动词义分化。如：“艇”
的新增名词义“排水量在 500吨以下的军用船只。
但潜艇不论吨位大小，均称艇”，这反映时代科
学技术的发展。填补专业空白，创造全新的义项。
许多专业概念是现代科学与技术发展产生的全新
事物、全新关系，日常语言中没有对应表达。术
语规范化为这些新概念命名或赋予旧词新义，直
接创造出原本不存在的义项。如：“蓋”的新增
名词意“农具名又名‘耢’或‘耱’。长方形，
用荆条或藤条编成，用来平整地面或松田保墒”，
这反映生产工具的发展。跨学科交流推动词义扩
展与迁移。现代学科高度交叉，术语规范化常需
要借用其他领域的成熟术语。一个词在原领域有
本义，被借用到新领域并规范化后，就会新增一
个跨学科义项。例如：“翼”的新增名词意为“飞
机等飞行器两侧伸出像鸟翼的部分”这反映时代
科技的发展，赋予旧词新义专门领域术语的规范
化，推动了词语义项的分化、扩展与新增，是词
义发展的重要动力。专门领域术语的规范化也体
现了文献发掘与学术进步：基于新出土文献或古
籍整理成果增加的古义（如“ ”同“削”）。

2.2.4、汉字简化与异体字整理的产物
汉字简化与异体字整理，通过字形合并、词

义归并、用法规范，打破了原有的形义平衡。它
不仅没有减少意义，反而通过词义负载加重、使
用频率提升、职能分工细化，极大地促进了词语
义项的分化、叠加与新增，是现代汉语词义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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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重要文字动因，如简化字（如“ ”“玙”）
的正式收录。

（三）新增义项的动因分析

图 3 新增义项动因分布柱状图

2.3.1、语言内部动因
语义扩展：词义从原有意义，通过引申，比

喻，联想等方式，延伸出新的意义。这一过程受
语言经济性，认知关联性以及使用频率固化的影
响。如“下”的“鄙视”义：本义为“位置在低
处”，隐含“低下”色彩。汉语常用空间高低隐
喻地位价值，如《礼记》“大夫坐于上，士立于
下”《老子》“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这
些文献中“下”常与“卑贱”关联，逐步引申为
“品行、地位卑贱”，再转化为对人的“轻视、
鄙视”态度。“下人”“下视”等结构反复强化
这一用法，使“鄙视”义固化为“下”的独立词
义。

语法化：语法化是指实词逐渐变成虚词或其
他语法成分，同时产生新的语法意义的过程。词
的功能发生转移，高频句法位置逐渐固化，语义
不断虚化，实词的实在意义慢慢变淡，语法意义
则不断增强，最终形成独立的语法义项，使得一
个字既保留原本的实词义，又新增了新的语法义。
以“甚”字为例，其本义是形容词，表程度深、
过分、厉害，如“甚急”“甚好”，此时它是纯
粹的实词，仅仅表示程度，不具备疑问功能。在
中古汉语及近代汉语中，“甚”频繁出现在疑问
语境里，最初的结构为“何等事 + 甚”，如《晋
书·刑法志》“此何等事，而乃甚乎！”，高频
使用后，结构紧缩为“甚事”（《敦煌变文集·伍
子胥变文》），“甚”从句末补语前移到名词前
作定语，句法功能发生质变。到唐宋时期，“甚”
开始向疑问代词过渡，至元明时期，彻底脱离程
度义，直接表示“什么”，语义虚化后被重新分

析为疑问代词。后世为区分原形容词“甚”和新
疑问代词“甚”，造“什”字专门表示疑问义，
因此今天“什（什么）”的疑问功能，源头就是
“甚”的语法化。

通假弱化：古代用字不严，常以音同或音近
字通假本字。后世用字逐渐规范，通假现象减少，
但通假时所承载的意义多被保留下来。随着通假
义独立化、文献用例长期沉淀，最终推动字典新
增义项的形成。以“硺”为例：“琢”本义为治
玉、雕刻玉石，是本字；“硺”从石，本义与石
击、雕琢相关，二者音近，古籍中常以“硺”通
假代“琢”。这一用法长期稳定出现，如汉《校
官碑》“如切如磋，如硺如磨”，《礼记·学记》
日本古钞本、朝鲜刻本异文“玉不硺，不成器”，
《篇海类编·石部》亦载“硺……同‘琢’，治
玉也”。后世用字规范后，“硺”不再随意通假
“琢”，但其通假阶段形成的“治玉、雕琢”义
已被文献固定，不再依附通借关系，直接成为“硺”
自身的稳定义项，因此在字典修订中被正式新增。
异体，俗字，讹字的义项归并：《汉语大字典》
第二版吸收俗字、异体、讹字研究成果，将分散
义项归并、补全。汉字书写变异导致义项分散，
校勘与字际关系研究推动整合，一批俗字，异体
字的用法被考证，补充为正字的义项。如：“㓪”
同“朗”。㓪不等于朗的本字，是俗写，讹写，
异体。朗：《说文》从月、良声，本义明亮、清
朗，正字。㓪：从刀、良声，《说文》未收，属
后世俗字/讹字/异体。㓪，同朗（《康熙字典》）。
在隶书，楷书里，月（⺼）与刀（刂）字形极近，
手写极易互讹。朗（良+月）在抄写，刻写时，月
旁误作刀旁，遂成㓪（良+刀）。朗（lǎng）、
㓪（lǎng）读音完全相同（卢党切/卢坦切）。音
同加上形近，为“㓪”代“朗”提供了替换条件。
刀旁（2画）比月旁（4画）更易写，以简代繁，
形成稳定俗写。另有古籍书证中证明通用。如：
“耳聽滔㓪奇麗激抮之音”（《淮南子·原道训》）
㓪等于朗，指声音清朗、响亮。“抑揚爽㓪，莫
之與京”（《笺注陶渊明集·序》）㓪等于朗，
指文辞清朗明快。“㓪”由“朗”的月旁讹为刀
旁形成，属形近讹字，俗写异体；因音同、义同、
长期通用，后世字书将其义项完全归并入“朗”，
最终确立“㓪，同朗”的规范认定。由于字的构
造也会产生异体字和俗字。这种异体字常见的特
点是结构互相置换。例如，“此”字在《冠军将
军刘氏墓志》中刻为“ ”，《宁懋墓志》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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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字刻为“ ”等。这种结构置换可能是由

于书写者对字形结构的理解不同，或者是为了书
写方便而进行的调整。

2.3.2、外部社会文化动因
科技发展：科技发展是《汉语大字典》第二

版新增义项的重要外部动因，信息技术、数字技
术等的普及，使大量传统汉字被赋予新的科技含
义，成为义项增补的重要来源，填补了科技发展
带来的语义空白，反映了科技对汉语词汇系统的
深刻影响。如“帕”新增义项“帕斯卡的简称，
压强单位”：其本义是手帕、头巾。帕斯卡（Pa）
是 1971年确立的国际标准压强单位，1984年我
国明确采用该单位并淘汰旧单位，广泛应用于工
程、物理、医学等领域。“帕”作为其简称，在
口语和书面语中高频出现（如“1帕”“千帕”
“帕斯卡定律”），从外来音译词变为稳定单字
义项，《汉语大字典》第二版据此收录该义项。
再如“翼”新增义项“飞机等飞行器两侧伸出像
鸟翼的部分”：其本义是鸟的翅膀，飞行器的侧
伸升力面在形态、功能上与鸟翼高度相似，故沿
用“翼”命名，形成“机翼”“尾翼”等高频搭
配，经航空出行与科技传播，该用法从临时借代
变为稳定词义，被正式收录。还有“艇”新增义
项“排水量在 500吨以下的军用船只；潜艇不论
吨位大小，均称艇”：其本义是轻舟、小船，与
“舰”形成大小对立。1975年《海军军语（试行
本）》明确军用船吨位分界，500吨以下水面军
用船及各类潜艇统称“艇”，导弹艇、核潜艇等
高频使用该称谓，用法稳定后成为新增义项。

方言进入通语：方言进入通语之所以造成义
项新增，是因为方言为汉字提供了普通话不具备
的新用法、新意义，这些用法经社会传播被全民
接受后，需要在字典中独立设项，以反映现代汉
语真实的词义系统。如“糾”新增动词义“拧”：
《说文解字》中“纠”本义为“绳三合也”，核
心是绞合、缠绕（如“纠缠”）。在四川、西南
官话及部分官话区，“纠”长期作为高频口语动
词，表“用手拧、扭、绞”，如“把瓶盖纠紧”
“把毛巾纠干”，覆盖上亿人口，使用稳定。现
代文学作品中也有体现，如李劼人《大波》“郝
又三正待伸手纠他的脸”。相较于普通话“拧”
的多音多义，“纠（jiū）”读音单一、指向明确，
可避免歧义，最终成为独立义项。再如“� ”
新增字义“方言，踢到”，主要通行于以北京话

为核心的北方方言区，口语使用频率高，如老舍
《骆驼祥子》“他脚底下一滑，�在门槛上，
差点摔出去”，其用法经传播固化，成为规范义
项。

民族政策：民族政策推动民族名称规范化、
法定化，使原本不通用、写法混乱，甚至带歧视
的字，变成全国通用、必须书写、必须读音的规
范用字，词典必须为它们新增专用义项。国家确
认各少数民族为法定民族，民族名称从民间称谓
变成国家正式名称，必须有固定汉字。（如：“傈
僳”）。同时过去很多民族用字带“犭”“夷”
等歧视偏旁，或写法混乱，《汉语大字典》作为
权威工具书，必须反映国家语言规范，体现民族
平等，满足社会使用需求，因此必须新增义项。
以“傈僳”为例，“傈”“僳”原本为生僻字，
无通用义。新中国推行民族平等政策，开展民族
识别，20世纪 50年代正式确认傈僳族为单一少
数民族，国家民委、语委统一规范“傈僳”为唯
一法定写法，废除“栗粟”等异体字，其在行政、
教育、媒体等领域高频通用。《汉语大字典》第
二版据此新增专用义项：傈、僳均用于“傈僳族”。
此外，“怒”新增义项“我国少数民族名，主要
分布在云南省”；“滿”新增义项“我国少数民
族名”，均是民族政策推动下的义项新增。

文献考据新发现：文献考据的新发现是《汉
语大字典》第二版新增义项的重要学术动因。第
一版《汉语大字典》主要依据常见古籍、经史子
集，很多字的古义、僻义、假借义没有被发现或
证据不足，只能缺注、误注或不立义项。而后世
出现大规模新材料与新考据，包括：出土文献，
古籍新整理、方言，民族文献新校勘，大量传世
文献未载、旧注疏漏或误释的汉字古义、僻义、
假借义与专用义得到实证。《汉语大字典》第二
版补立过去缺失的义项，纠正旧误释义，补充新
的假借义、古义、专用义，于是就出现了新增义
项。如：“伎”新增“古代指百戏杂技艺人”意，
“凄凉蜀故伎，来舞魏宫前。”（《后汉书》）
第一版主要依据《说文》“伎，与也”的本义与
后世通行的文献，将“伎”的核心义项定为“技
能”“歌舞女子”，未区分“歌舞”与“百戏杂
技”的职业边界，对汉唐“百戏”体系下的“伎”
缺乏专义收录。近现代对《后汉书》《通典》等
典籍的校勘与训诂，明确了“伎”在汉唐语境中
可统摄歌舞、杂技、角抵等所有表演艺人，并非
仅指女性歌舞者。如《后汉书·仲长统传》“倡
讴伎乐，列乎深堂”（含百戏杂技），《南史·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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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帝纪》“作羌胡伎为乐”（指少数民族杂技表
演）。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补证“伎”通
“技”的表演义，近现代训诂进一步区分“伎”
的“技艺”本义与“百戏艺人”的引申义，纠正
了首版将二者混同的问题。古籍整理与训诂新证
通过挖掘传世文献中的百戏书证、辨析“伎”与
“妓”的历时分化，证实“伎”在汉唐时期确有
“百戏杂技艺人”的专义，促使《汉语大字典》
第二版新增该义项，实现了汉字语义的精准化与
完备化。“羠”新增“剽悍”意 第一版仅依据
《说文》《玉篇》《急就篇》等基础字书，将“羠”
限定为动物义：阉割过的公羊（騬羊、犍羊），
母野羊（西方野羊之牝者），未收录其形容人性
情剽悍的引申义，没有系统梳理《史记》等典籍
的语境用例与古注互证。“其民羯羠不均，自全
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史记·货殖列传》），
描述赵国、中山一带民风，“羯羠”与“僄悍”
对举，明确指民风强悍、桀骜不驯。徐广在《史
记集解》中点明：“羠，健羊名”，“羠”本指
健羊，引申为人性如健羊般剽悍。司马贞的《史
记索隐》：“言其方人性若羊，捷捍而不均也”
直接释“羠”为捷悍、剽悍。段玉裁《说文解字
注》：“谓很如羊也”训“很”为不听从也，坐
实“羠”[4]的引申义理据。第二版中拆分“羠”
的义项，明确区分了动物本义和形容引申义，纠
正了首版语义缺失，既可以指健羊，也可形容剽
悍的民风与人。“䙞”新增“香囊”义。晋·傅
玄《西长安行》：“何用存问妾，香䙞双珠环。”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物异》：“晋时有徐景，
于宣阳门外得一锦麝䙞。”“䙞”不见于《说文》
《玉篇》《集韻》，属于后起字，其“香囊”义
仅存于中古至唐宋文献，属于文献新证。此前字
书仅存“毛带”义，诗文与笔记提供了“香囊”
的名物用例。“醏”新增“據《封氏聞見記・蜀
無兔鵝》：“醬菜似殖火，若象豆屑、胡芹、澤
瀉葉之屬，並自西域而來，色類甚衆。”义。是
依托《玉篇》《集韻》的字书训诂，及唐代饮食
文献《封氏闻见记》的新考据。

三、删减义项的分布与动因分析
通过上一个部分对于《汉语大字典》第一版

和第二版的新增义项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影
响字词发生义项变化的动因是十分多样的，同时
汉语字词本身丰富的语义组合也影响着变化类型
的多样性。至于删减义项部分的分析，将会继续
沿用类似的分析模式以求对照效果更加明显。

（一）删减义项的类型分布
通过对比两版汉语大字典，共得到 96条具有

分析价值的删减义项变化。其中变化类型以“整
义项删除”为主，共计 69条，占删减总数的 71.88%；
其次是“修饰语删除”，共计 16条，占删减总数
的 16.67%；之后为异体字或通假字删除，共计 11
条，占删减总数的 11.46%。

图 4 删减义项类型分布柱状图

（二）删减义项的类型分析
从删减义项的三种分布类型何变动内容上来

看，极少存在整字义项发生完全淘汰式的改变，
绝大多数都是温和式的渐进式的变化。在这些删
减变化中，以整义项删除为主，此处的整义项指
的是某字的其中之一完整的释义。例如：“一”
字的其中之一释义为“相同、一样”，那么“相
同、一样”为“一”字的其中一个整义项。在“相
同、一样。”之后的“如：长短不一、一视同仁”
这部分内容为修饰语。分类中的第二个部分修饰
语删除便是对这部分对于释义补充说明内容进行
了删减。至于第三个类型异体或通假删除，便是
对于字际关系的梳理，对于异体关系加以沟通，
本质上是对记录汉语的文字符号不统一的现象进
行整理[5]，很少涉及字义本身的变化。

在上述三种形式类型的基础之上，还可以根
据具体删减的内容再次将其归类划分。大致可以
分为：历时元素的当代筛选、语义系统的内部调
整、释义科学性和规范性的提升、辞书编纂体例
的优化。

3.2.1、历时元素的当代筛选
此类删减内容的核心特征是被删内容往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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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度生僻的死字、死义，不具备当代的使用价值。
例如：“初”字的其中之一释义为“鼻”，这与
当代人的使用习惯完全不同，并且现有“鼻”本
字可以更好地契合这一义项，这便是典型的死义
被删减。再如：“ ”字的第一版释义为“玉色”，
第二版释义则为“同‘璪’”，“璪”继续表示
“玉色”一义，而“ ”字作为“璪”的异体字，
因为其书写繁杂和其他历史原因已经变为极少用
的死字而被删除义项。

3.2.2、语义系统的内部调整
此类删减内容的核心特征是被删内容大多是

具有多个释义的汉字内部的释义整合、调整；或
者在异体字、通假字等字形字际关系曾经存在意
义关联但现在联系弱化的汉字。例如：“坑”字
的其中之一释义为“坐床”，俗作炕。而“坑”
已经不具有“坐床”的意思，同时“炕”取代了
“坑”来继续表示“坐床”的意思，这正是一个
因字际关系调整，由形近汉字取代本字的表意而
被删减的例证。再如：“淰”字的第一版其中之
一释义为“以石垒小堤不让水分流”，而在第二
版中释义则变为了“水流不动”，而“淰”字本
身还具有“水无波”这一释义，也就可以发现“淰”
字的意义就与水流的状态密切相关。那么由第一
版的“以石垒小堤不让水分流”删减为第二版的
“水流不动”，就是围绕着水流的状态进行了字
词语义的整合和调整。

3.2.3、释义科学性和规范性的提升
此类删减内容的核心特征是被删内容主要是

由于原先的字词释义不严谨、不规范、不科学而
无法适应辞书严谨性的要求或由于时代发展，该
字词不再指代此类概念而进行的删减。例如：“刺”
字的第一版其中之一释义为“围棋的一种战术，
连子直入曰刺”，第二版就对这个释义进行了删
除。结合第一版的释义内容“连子直入曰刺”，
可见“刺”字的“围棋战术”意是由于棋子在棋
盘上的形式表现、动作态势符合“刺”字的本义，
所以用“刺”字来命名此类的围棋战术，这样的
命名方式基于直观的观察，往往未能说明其本质
特征，并不科学，也不规范。再如“衡”字的第
一版其中之一释义为“北斗杓三星，玉衡的省称”，
第二版中将此释义进行了删除。北斗七星分别是
“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
其中后三位又称北斗杓三星，意为斗柄处的三颗
星，玉衡星位于斗柄的首位，是连接斗身（天枢、
天璇、天玑、天权）和斗柄（玉衡、开阳、摇光）

的关键位置，是北斗七星轮廓的核心所在。故而，
用“衡”来简称玉衡星，也是在利用“衡”字本
身具有“平衡、平正”的本义，并非因其玉衡星
本身的“衡”字属性，所以第二版对该释义进行
了删除。

3.2.4、辞书编纂体例的优化
此类删减内容的核心特征是被删内容是为了

适应辞书编纂的种种原则而进行了舍弃和合并的。
这些编纂的原则中最常见的、最具代表性的是释
义经济性原则，即尽量简洁地表达字词释义。例
如“言”字的第一版其中之一释义为“说话；说，
讲。”，第二版对应的释义表达为“说话；说”，
将第一版中的“讲”进行了删减，正是因为“讲”
义与“说”存在重合，根据辞典释义的经济性原
则，将“讲”舍弃掉了。再如：“射”字的第一
版其中之一释义为“古代六艺之一。有关弓箭制
作规范和使用技能的训练。”，第二版的对应释
义则是“有关弓箭制作规范和使用技能的训练。”，
删去了“古代六艺之一。”这个部分，也是因为
前一部分的解释与后一部分解释存在重合，所以
只保留核心意义，将社会地位等冗余描述删去。

（三）删减义项的动因分析
在现收集的 96条语料之中，我们按照动因来

看，可以大致分为：语义磨损与替代、通假机制
弱化、社会文化变迁、释义经济性原则四个主要
动因。当然了，一个字词含义的减少一定是长期
的磨损过程，并且在其中伴随着语言内部和社会
环境的多重动因，在把握和界定一个字词的变化
动因时，往往是多元丰富的，不可以孤立地仅仅
观察这一字词本身。

图 5 删减义项动因统计饼状图

3.3.1、语义磨损与替代
语义磨损：指语义在使用中会产生磨损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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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新兴语法现象[6]。该义项所承载的语义随语言
发展逐渐淡化，使用频率持续降低，核心义素不
断流失，不再具备独立存在的语言价值，成为词
汇系统中的边缘语义。语义替代：新的词汇形式
逐步承接该义项的表达功能，在交际中形成固定
使用习惯，原义项对应的表达形式被自然取代，
语义功能被新词汇完全覆盖，最终失去保留的必
要性。例如：“言”字被删除的“讲”义。“讲”
的语义更偏向“详细阐述”或“特定场景表达”，
与“言”偏书面化、简洁化的表达。不属于“言”
的核心语义范畴，删除后可让义项更聚焦核心义，
避免语义混淆。先秦时期“言”是高频动词，如
《论语》“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可独立表
“说话”；但随着语言演变，“言”逐渐向名词
或书面语固定搭配转型。当代语境中，“言”作
为独立动词已极少使用，且与“讲”的使用场景
完全分离，如“言故事”不是规范表达，“讲故
事”才是，删除“讲”是对二者功能分化的客观
确认，符合词汇发展的自然规律。将二者语义剥
离，是基于“言”本身的“讲”义在不断的发展
过程中已经被磨损了，并且“讲”义可以用新的
字词来替代。同时，这样的删改也有利于学习教
育，对非专业用户而言，“讲”是高频口语词，
“言”是低频书面词，二者在日常使用中几乎无
交集，保留“讲”易让学习者混淆。删除“讲”
后，义项简化为“说，说话”，直接指向“言”
的核心功能，降低了学习门槛。

3.3.2、通假机制弱化
对于通假机制弱化导致的删减，可以再划分

为两个方面。首先是通假关系消解：该义项对应
的通假用法是特定历史语境的产物，随着语言规
范化发展，原有的通假对应关系逐渐被标准化用
字取代，在现代汉语体系中不再被认可和使用。
其次是语义独立：通假字与本字的语义在发展中
逐渐分化，各自形成独立的语义体系，二者的关
联度持续降低，通假义项无法融入现当代的语义
表达逻辑，成为冗余语义。

例如：“幹”字被删掉的“通“管”，主管。”
义。“幹”与“管”并不存在广泛认可的通假关
系，现代工具书不再标注“通管”，核心原因是
所谓通假本质是古代个别语境的临时借用或用字
混淆，未形成稳定通假传统，且随着文字规范化
进程被逐步厘清。从字词本身意义来看，个别古
籍中“幹”表“主管、从事”义，如《后汉书・
伏湛传》“欲令幹任內職”，被误认作“管”的
通假，但这是“幹”自身的本义引申，从“主干”

义引申为“主持、担当”义，并非替代“管”。
此外，在中古音系统中，“幹”属“古案切，去
声，翰韵。”，声母为见母；“管”属“古满切，
上声，缓韵。”，声母同为见母，但声调、韵母
存在差异，不符合 “同/近音通假”的核心条件，
从音韵演变来看，二者古音距离较远，缺乏通假
的语音前提。因此，可以判断“幹”字与“管”
字不存在稳定的通假关系，可能是某些古籍的错
误使用影响了第一版辞书编纂过程，随着训诂学
等学科的发展，在第二版的修订过程中予以了改
正。

3.3.3、社会文化变迁
被删减的义项所关联的文化内涵、社会场景

随时代发展逐渐消失或转型，其语义表达与现当
代的社会文化语境脱节，无法在当下的交际中发
挥实际作用。同时，社会文化的发展推动相关语
义场发生重组，该义项所在的语义范畴被新的文
化概念和表达形式重构，原有义项被挤出主流语
义表达体系，失去存在的社会文化基础。例如：
“音”字被删减的“歌谣”义。社会文化角度来
看，现代音乐形式，如流行音乐、电子音乐更依
赖“音”的技术属性，而“歌谣”作为传统艺术
形式，其文化价值更多通过“民歌”“非遗”等
概念体现，与“音”的现代用法渐行渐远。同时，
现代科技：声学、电子学等领域的术语，如“音
频”“音波”占据了“音”现代用法，挤压了“歌
谣”的语义空间。再看字词本身的发展，“歌谣”
的核心义素是“口头传唱的韵文”，其音乐性依
附于歌词内容，与“音”侧重纯乐音的属性形成
对立。第二版删除“歌谣”，实为将“音”的语
义场收缩至“无歌词的音乐形式”。此外，“歌
谣”作为双音节词，已成为独立的语义单位，而
“音”单用时更多指向抽象音乐概念，“音色”
“音高”。这种分化在《广韵》等古代韵书中已
见端倪——“音”注为“声也”，“歌”注为“咏
也”，二者已经分属不同语义范畴。再如：“語”
字被删减的“汇辑一时、一人的事迹和言论的书
名。”表示“汇辑言论的书名”时，“语录”（《论
语》）成为专用词，“语”作为语素与“录”（记
录）结合，既保留“言论”义，又明确“汇辑”
属性，语义更完整；表示“汇辑事迹的书名”时，
“行状”“别传”等词承担此类表意功能，与“语”
无关联。这种发展态势使“語”单独表示“汇辑
类书名”的用法失去存在空间，语义功能被细分
到其他词汇中，最终导致该义项因冗余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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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释义经济性原则
辞书学释义的经济性原则可以从以下方面来

看。分别是语义重叠：该内容所表达的语义已被
同一词条的核心义项或其他相关义项涵盖，无独
立的语义信息增量，保留易造成释义的重复与赘
余，影响语义表达的简洁性。以及体例适配：从
辞书编纂体例来看，该内容属于非核心信息，删
除后可使词条的释义结构更清晰，层级更分明，
符合辞书对信息筛选、提炼的基本要求。例如：
“説”字的第一版其中之一释义为“旧时指说合，
介绍。”，第二版的对应释义为“说合，介绍。”，
将第一版释义的“旧时指”进行了删除。“说合”
的核心义素“从中促成双方关系”在现代汉语中
未发生本质变化。从历时角度看，该义项在《世
说新语》等文献中已有记载，如“诸人乃因荀粲
説合之”，并延续至今。尽管社会婚恋形式从“父
母之命”转向“自由恋爱”，但“说合”仍在婚
姻介绍、商业合作等领域保留其功能，如“说合
亲事”“说合项目”。第一版标注“旧时指”误
判了该义项的存续性，而第二版删除标注，是对
其语义稳定性的确认。“说合”的核心用法（婚
姻介绍）仍是其语义范畴的原型，而现代衍生的
用法属于边缘用法。第一版标注“旧时指”可能
将原型用法固化为历史现象，忽视了边缘用法对
原型的反作用。第二版删除标注，反映了字典编
纂对“说合”语义范畴开放性的认可，即原型与
边缘成员共同构成完整的意义网络。因此，将“旧
时指”这部分修饰语删去表现了辞书编纂的科学
性和经济性原则。

四、修订机制的理论探讨

（一）词典修订反映汉语词汇系统的自我净化与

优化
汉语词汇系统的自我净化与优化，在《汉语

大字典》的修订中通过具体的义项增删数据得到
实证性呈现，其核心表现为“低效语义淘汰”与
“语义体系完善”。

从语义净化的角度来看，修订通过精准删减
实现词汇系统的去冗余。两版对比共梳理出 96条
有效删减义项，其中整义项删除 69 条，占比
71.88%，核心为历时元素筛选出的死字死义与语
义重叠内容。例如“初”字第一版中“鼻”的义，
因“鼻”本字已完全承担该语义功能，且该通假
用法在现代汉语中零使用，属于典型的冗余语义
被删除；“ ”字第一版“玉色”义，因自身为
“璪”的异体字，书写繁杂且使用频率极低，第
二版直接归并为“同‘璪’”，删除独立义项。
这种删减并非随机取舍，而是对词汇系统中低效、

过时语义单位的清理，符合优胜劣汰的自我净化
规律，使汉字的语义指向更集中。

从语义优化的维度来看，642条新增义项通
过填补语义空白、细化语义分工，推动词汇系统
的结构化升级。新增义项中，引申义占比最高。
如“下”从空间概念延伸出“鄙视”义，“升”
从具体动作扩展为“晋升”义，形成完整的语义
链条；学科术语新增义项 16条（占比 2.5%），
如“帕”新增“帕斯卡”压强单位义、“翼”新
增飞行器部件义，填补了科技发展带来的语义空
白。同时，词汇系统的经济性原则在修订中充分
体现，“塑”字新增 “塑料材料”义，使同一字
形承担动作与材料双重语义，避免了新字创制，
实现了语义资源的高效配置。这种基于内部规律
的义项增补，使汉语词汇的语义网络更严密。

（二）从“描写性”到“规范性”的辞书功能转

变
《汉语大字典》的修订清晰地呈现了大型语

文辞书从客观描写语言事实到描写与规范并重的
功能转型，这一转变通过具体的修订数据与实践
操作得以落地，是在尊重语言现实的基础上，提
升辞书的科学性与实用性。

第一版的编纂以描写性为主，侧重记录汉字
在历代文献中的使用原貌，未对不规范现象进行
干预。释义方面，“刺”字第一版标注“围棋的
一种战术，连子直入曰刺”，该释义基于直观动
作描述，未揭示战术本质，缺乏科学性；在术语
使用上，方言字释义中“别称”与“俗称”混用，
体例不统一。这种纯描写性处理虽保留了语言的
原始状态，但难以满足读者对规范信息的需求。

第二版修订显著强化了规范性导向，通过数
据优化与学术考证实现规范引导。释义方面，删
除“刺”字不科学的围棋战术义，新增学科术语
均明确科学定义，如“酸”界定为“电离时产生
的阳离子全为氢离子的化合物”；术语使用上，
统一方言字释义术语，将“姐”的“别称”修订
为“俗称”，使方言字的释义体例保持一致。此
外，第二版删减 16 条修饰语（占删减总数的
16.67%），如“言”字删除“讲”义，避免语义
重叠，体现了释义的经济性与规范性。这种转变
表明，当代大型语文辞书已从单纯的语言记录工
具，转变为兼具描写真实性与规范引导性的权威
参照。

（三）修订中体现的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意识
《汉语大字典》的修订深度契合国家语言政

策，其 642条新增义项与 96条删减义项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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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了规范汉字推广、术语标准化、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普及的语言规划目标，体现了辞书编纂的
社会职能。

在规范汉字推广方面，修订严格落实《简化
字总表》的类推简化原则，针对第一版中“車”
“門”等偏旁类推简化不一致的问题，第二版逐
步统一标准，补充类推简化形式，减少繁简混用
造成的检索障碍。这种处理直接响应了推广规范
汉字的国家政策，推动汉字使用的标准化。

在术语标准化方面，新增的 16条学科术语义
项均依据国家学科术语标准审定，如“乏”作为
电工学术语 var的标准译名，“域”的“网络域”
定义，实现了与国家标准的对接；方言字释义中，
统一“称类”术语，推动了方言研究领域的术语
规范，契合语言规划中 “术语规范化”的目标。

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方面，修订通过语
音标注与义项调整引导方言向普通话靠拢。以“刻”
字为例，其方言音 kēi不符合汉语拼音方案，第
二版虽保留该义项，但明确标注为方言音，同时
优先标注普通话读音 kè；“量”字的轻声化标
注（liáng→liang），区分“测量”与“打量”的
语义差异，契合《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规范。
此外，在民族政策推动下，“傈僳”“怒”等字
新增民族名称义项，规范了民族用字，体现了科
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导向。

五、结论

5.1、核心研究与创新价值
本研究通过全量统计分析《汉语大字典》一、

二版间 642条新增义项与 96条删减义项，得出核
心结论：其一，义项增删呈现优化为主、净化为
辅的特征，新增聚焦引申义补全、当代用法吸纳
与文献考据补遗，删减以死字死义汰除、语义系
统优化为核心，是汉语词汇系统自我净化与优化
的外在体现；其二，辞书功能实现从“单纯描写
语言事实”到描写与规范并重的转型，第二版通
过释义规范、术语统一、注音校正，强化了权威
工具书的规范引导职能；其三，修订深度呼应国
家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在规范汉字推广、术语
标准化、民族用字规范等方面充分体现了辞书编
纂的社会职能。

本研究的创新点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研究视
角的系统性，首次对两版义项增删开展全量穷尽
式分析，建立多维度封闭性数据库，突破现有研
究零散订正的局限；二是动因分析的双重性，结
合语言本体内部规律与外部社会文化动因解读修
订逻辑，实现二者有机结合；三是研究结论的实
证性，所有分析均基于具体修订数据，结论精准
且有明确支撑，可为辞书修订提供实际参考。

5.2、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受数据可得性限

制，研究仅聚焦义项增删核心维度，未涵盖字形
修订、书证调整等内容；样本覆盖仅针对有义项
变化的条目，对无修订字头缺乏探讨，难以完整
呈现词典修订全貌；未追踪义项增删后的社会使
用反馈，缺乏对修订实践效果的后续验证。

基于研究结论与局限性，未来研究可从两方
面推进：一是完善《汉语大字典》后续修订工作，
深化语义系统优化，淘汰冗余义项、补充新兴语
义与弱势方言区义项；强化规范引导职能，统一
释义术语体例、结合最新国家标准更新学科术语；
完善文献考据支撑，吸纳出土文献与古籍整理新
成果，增强释义严谨性。二是推进数字化辞书编
纂建设，构建义项演变动态修订数据库，实时追
踪新词新义，补充缺失的信息，探索语义拓展，
系统化整合知识[7]；开发多模态规范模块，为方
言字、专业术语等提供语音、图像、文献等多元
资源；搭建用户反馈闭环，形成“反馈－考证－
修订”的迭代机制，提升辞书的时代适应性与实
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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